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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在 1990 年代後期迄今，不論是地方政權主導的官方文化治理，還是

都市社會運動訴求的史蹟保存與再利用，以及社區自主行動，皆進行了以文化與

歷史之名的公共空間再造。本研究首先針對 1980 年代後期以來，新竹市文化治

理的歷史進程、各階段的性質與要項，以及都市政權的組成和運作方式，在鉅觀

空間尺度上，進行概念化都市政治的文化面向，並且提出批判性的分析，以了解

公共空間再造的社會脈絡。其次，嘗試介入日常生活的微觀地理，選取了三種類

型的公共空間再造案例，進一步探究文化治理機制中的公共空間生產過程、實踐

機制、行動者的身份與位置、權力關係、公共性問題。最後，一一拆解由都市政

權中不同行動者形構的文化治理，指出 1990 年代後期以來新竹市文化治理的困

境和危機，並且選擇邊緣再出發。 
 
 

6.1  新竹市的結構分析：都市文化治理與科學園區 

    國內討論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地方之間互動過程的論文，均說明了新竹科學

園區形構的「區域創新體系」之特殊積累體制，讓新竹區域經歷了都市再結構過

程，包括了產業、社會人口及空間的重構，其形式展現為更大尺度的區域專殊化

和兩極化1，明顯反映為環境危機、高科技勞動力的流動與分化、社會空間隔離

分裂、生產性基礎設施和都市服務不足等層面的新都市∕區域問題（楊友仁，

1998；蔡亮，1999；陳柳均，2001）。特別是 1990 年代之後，國家領導產業的能

力減弱，並且業已無法主導科學園區設置區位決策，以致形成激烈的城市競爭，

科學園區的空間發展歷程演變為地域政治社會過程2。面對這個高科技區域不均

                                                 
1 例如楊友仁（1998、1999）分析在新竹科學園區新工業空間的形構過程中，新竹區域的產業再

結構趨向，指出基礎性產業從傳統四大工業部門轉移至微電子工業部門，其中製造業部分形成了

新興微電子產業興起（擴大優勢）及傳統地方性工業衰退（喪失優勢）之兩極化發展；三級產業

與營造業因應家戶消費與住宅需求的刺激而發展迅猛，也吸納了區域傳統製造業衰退後所釋出的

部分勞動力；然而，三級產業中重要的生產性服務無法在新竹區域自給自足，因而仍是台北都會

區的三級產業基礎來提供。  
2 楊友仁（1998）指出新竹科學園區早期乃是透過國家政策和國家創新體系來發動產業發展，組

織本地和國家資本在新產業萌芽期將風險「社會化」，並培養人才建立民間技術能力，為本地產

業體系奠定基礎。而在 1990 年代之後，國家領導產業發展能力已經減弱，並且國家為求突破竹

科三期徵收的困境（新竹縣），亦作為區域平衡發展的召喚，因而提出第二科學園區的宣示，地

方國家循地域社會政治網絡組織起影響力直達中央的地方成長聯盟（南科），使得國家無法主導

區位決策以致形成激烈的城市競爭。科學園區的空間發展歷程遂成為地域政治社會過程，全球地

方化的時空形勢是發展性國家的歷史落幕，以及發展性地方國家興起的時刻，同時也是地域重建

的歷史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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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發展的社會－空間過程，這些論文即便賦予地方政府（甚至是區域政府）在全

球經濟下的新的角色和使命（楊友仁，1998；蔡亮，1999），卻未瞥見且說明在

現有的政治體制的地域框架下，地方政府如何調節超越其治理層級的科學園區積

累體制之結構性矛盾，以及化解與深化此矛盾的都市治理過程。 

因此，我在第二章中彙整並概述 1985 至 2001 年期間新竹市的地域計畫、文

化治理歷程，以及市民社會的形構，以探究新竹市政府因應科學園區和城市競爭

下的治理過程，大致上可概略分為兩個階段。首先，從 1988 年市府提出「文化

科學城」城市定位至 1993 年中央文化政策轉型前，「新竹科學城計畫」為這個階

段的主要地域計畫，此計畫最初為新竹市政府結合科學園區管理局、清大、交大

及工研院，共同規劃新竹市成為一座科學城，之後計畫範圍逐步擴大至新竹縣和

苗栗縣，不過因區域整合困難且中央並不積極推動，最後成為中央、地方和園區

為求其利而各自挪用的紙上藍圖。這個階段的文化治理為國家主導，期間兩任市

長（任富勇、童勝男）的文化施政著重於提升生活環境與市民素養的大型文教硬

體建設和精緻藝文展演，以及辦理古蹟維護等方面，文化意義指涉在中華道統的

國族認同和高科技現代化主軸。基本上，市府並未因文化科學城的定位而提出完

整且具體的地方文化計畫，主要的市政策略為擴大研擬科學城計畫。除了抗爭李

長榮化工公害的環保運動，市民社會的文化領域在這個階段相對顯得沈寂，不過

也出現了由政治和文化菁英發起的「新竹風雜誌」地方性刊物，針對新竹地方事

務加以報導以及提出批判與建言。  

其次，1994 年地方文藝季政策至 2001 年蔡仁堅市長任期結束，科學城計畫

逐漸顯露破局的端倪，期間兩任市長重新研擬僅針對新竹市範圍的地域計畫，分

別為「新竹市綜合發展計畫」（童勝男，1997 年）、「綠色矽島實驗城市建設計畫」

（蔡仁堅，2000 年），前者的發展目標為建立新竹市成為兼具地方特色的國際化

科技都會，主要為打造因應科學園區生活機能的高品質生活環境；後者則訴求高

科技產業與城市發展共生共榮之「園市合一」理念，著重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地域

自主性。這個階段的文化治理機制與場域越趨複雜，在童勝男第二任任期間

(1994-1997 年 )，官方文化治理主要為文化中心來策動；在蔡仁堅上任後

(1998-2001 年)，則是優先進行城市景觀空間再造的城市建設計畫。一來中央文

化政策轉型後，相應而來的文化政策地方化取向，以及文化經費補助；二來逐漸

萌芽市民社會的民間文化團體訴求∕挪用文化來批判都市現實，以及尋求資源與

發展機會。文化治理演變為各種行動者競奪∕協商都市意義與認同的文化戰場，

表現在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書寫庶民記憶、打造文化產業（玻璃）、文化節慶奇

觀、形塑城市獨特性、召喚市民意識與認同、營造多元族群文化、歷史空間保存

與再利用、城市景觀美化、市區街道空間改善、博物館群計畫等面向。 

綜觀新竹市近 20 年來的地域計畫與文化治理歷程，可以看到文化治理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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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為市政建設和地域計畫中重要的一環3，特別是 1990 年代後期以來，市府主

導了一系列城市空間再造和景觀美化的建設計畫。然而，文化治理逐漸成為都市

政治的主要議題，除了文化政治層面的轉變（國家文化政策和民間團體的訴求），

更是在新竹市特殊結構特質下，市府在因應科學園區和新竹地方社會所採取的治

理策略。 

在現有的地域政治框架下，新竹市政府身為新竹市正式層級的政治統合組

織，必須在超越其控制權的科學園區、反映在地方社會的新都市問題，以及和其

他城市競爭之間的夾縫中找尋出路和施力點，從文化科學城的提出到城市空間再

造，這一連串的地域計畫和文化治理即是市府企圖保有競爭優勢，甚至是主導發

展的努力。也就是說，民選市長必須在提出符合市民期望的市政總體願景之選舉

壓力下，一方面宣示並非獨厚科學園區的經濟發展取向，例如提倡文化產業和象

徵經濟（如玻璃）以作為城市發展的另一條路徑；另一方面，面對激烈的城市競

爭（尤其是中科、南科、竹北市），市府也要確保新竹的生活品質和土地供應來

留住竹科廠商，來穩固住竹科繼續在新竹市發展的計畫，而涵蓋地方文化和園區

發展的「文化科學城」定位和「綠色矽島實驗城市建設計畫」就是在這種市府和

園區的弔詭關係之中因應而生。換言之，因應新竹科學園區形構的特殊積累體

制，市府必須配合竹科的發展所需，提供良好的空間品質（生活環境和交通運輸）

來做為竹科的勞動力再生產條件，亦即市府的都市治理過程為支持科學園區的積

累體制之政治與社會文化機制和實踐。然而，市府的空間調節模式並非全然為了

支持科學園區發展，而是著眼於新竹市本身的發展，也就是站在地方政府的本位

來看，市府必須依循其治理範圍的地方社會需要和市長選舉的邏輯，以及面對臺

灣其他城市，甚至是全球城市的競爭，在城市發展策略上取得主導地位。市府提

出兼顧地方文化和科技發展的都市治理策略，表面上看似為支持竹科資本積累的

調節模式，根本上卻是奠基於市府和竹科的結構性緊張關係之中。 

放在市府的空間調節模式和竹科的積累體制相互支持卻蘊含緊張的關係來

看，1990 年代後期以來官方文化治理中以文化∕歷史之名的城市風貌再造計

畫，包括書寫庶民記憶、重構城市歷史（竹塹城）、博物館群計畫、東門城廣場

美化案、護城河改善工程，以及主要街區景觀改造等等策略，市府透過歷史記憶

書寫與再現、規劃論述以及藝文節慶儀式，吸納∕召喚了文史工作者、學者、建

築師、規劃者、藝文團體、市民等，共同建構新竹市的認同與集體記憶。竹塹城

的文化與歷史成了市府獲取都市文化治理策略政治正當性的手段，更深化了新竹

市與其他城市（特別是新竹縣）、竹科的結構性矛盾，並且也隱含著另一個層次

                                                 
3 楊友仁（1998：5-32~5-33）亦表示三級產業分類範疇中的文化生產服務業（包括個人工作室、

劇場及其他表演空間、技藝表演、藝文服務業，其主要性質為文化生產與再生產、象徵符碼生產

等事業）、管理服務業（關乎國家權力支配、調節整合與正當性，包括軍事、獄政、政府人員、

政黨），以及其他服務業（包括專業教育、語言教育、都市資訊推廣），這三類服務業因缺乏具

體的統計資料而未納入研究分析。而本研究的文化治理（和文化經濟）正可補充說明他無法處理

的這三類範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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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納∕排除邏輯。。 
 
 

6.2  以文化∕歷史之名：誰的文化？誰的歷史？ 

在第三章中，我特別選取市府譽為臺灣公共工程典範的東門城廣場美化案和

護城河景觀改善工程，作為官方文化治理的代表，並進一步探究和解構市府進行

的城市風貌再造和城市意象之邏輯。1998 至 2001 年，蔡仁堅擔任市長期間，展

開以城市風貌再造為主的文化治理，一方面擴大執行東門城廣場美化案，透過公

聽會、公開競圖、新竹 170 系列的城慶奇觀活動等方式，在市府與專業規劃者制

訂的遊戲規則下，形構出市民參與公共空間再造的機制，以及台灣公共工程的典

範；另一方面，市府直接委託專業規劃者，進行大量的歷史空間再利用為多種主

題的博物館，透過媒體與市政文宣品將博物館群計畫，營造出多元面向而形構為

城市獨特風格，藉此召喚市民多重主體身份及城市認同感。地方政權透過一明一

暗的公共空間再造機制，緊扣著專業規劃者霸權與媒體宣傳機器，操弄出市民參

與的表象，刻意掩飾了博物館群計畫中歷史空間與博物館主題的專斷配置，以及

市民主體空缺的空間再造過程，藉此營造出朝向市民城市的官方文化治理。 

在第四章中，空軍十一村保存與再利用行動和辛公館保存行動，則揭露了官

方文化治理所營造的市民城市假象，以及市府緊握不放公共空間的主導權與再現

權力。在辛公館保存行動中，由於交通部核撥停車場興建經費，引發了市府採行

停車場與辛公館的共構設計，以及由清大學生和竹中校友組成的搶救小組訴求原

封不動保存之間的爭論，雙方皆設法挪∕運用建築師、學者、專業規劃者的論述，

透過媒體宣傳機器向市民遊說、勸說，來鞏固各自立場的正當性與合理性。確立

了保存結果之後，新市府借力使力推動再利用為辛校長人物紀念館，而搶救行動

小組部分成員也直接或間接加入市府主導的再利用規劃過程和整修工程，共同再

造∕現出辛校長全人教育理念的私人空間之紀念館。 

湖畔民眾俱樂部進駐空軍十一村的行動則欲扭轉史蹟保存運動只爭取保

存，不重視再利用之侷限，亦挑戰由市府與專業規劃者一手包辦的公共空間再利

用機制。在新竹文化協會、文史與社區工作者透過議題式行動確立了空軍十一村

的保存命運，在整修經費尚未有著落之際，展開了由園區工程師、學生、文化工

作者等市民所組成的湖畔民眾俱樂部進駐行動，期望開啟公共空間的公共性參

與。只是這樣的期待與行動卻受制於現有行政體制、市府的空間想像，整修後的

空間資源分配，以及進駐社團的公共性與正當性等問題終告落空，亦消磨了湖畔

成員的草根動力。最終，空軍十一村與辛公館還是重回官方文化治理的空間再利

用機制中，交由市府與專業規劃者進行再利用規劃，繼續擺盪在公辦公營或公辦

民營的公共空間經營模式，市民依舊只能以文化義工或參觀者的身份，被召喚進

入文化治理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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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在第五章的建國公園與中巷的空間改造案例中，則是可見市府試圖培

力社區，以及社區充分展現自主性行動。市府在宣稱提供建國公園老人更舒適的

環境策略下，進行一連串的掃黃行動及建國公園改造工程，將整建後的公園交由

社區居民組成的建國公園發展促進會管理。然而，促進會的管理工作卻在市長選

舉後，新政權的不同治理方式，以及公園攤販與老人的雙重壓力下，終告停止。

中巷文化教育學園計畫則是由關帝廟主導，計畫將中巷風化區恢復∕改造為文教

區，以重振廟風和提升社區生活環境品質，透過將收購的中巷妓女戶改建為圖書

館，並且自行撰寫企畫書，向文建會申請社造經費，進行一系列的社區營造活動。

關帝廟原訂進行中巷、建國公園與南門街區的空間改造，但由於營建署未通過關

帝廟所申請的規劃設計經費，同時關帝廟開始進行古蹟修復工程，因而暫停中巷

及周邊空間硬體的改造計畫。 

比較官方文化治理、都市社會運動及社區培力或自主行動這三種公共空間再

造案例（表 6-1），市府、保存與再利用運動團體及草根社區，皆以文化和歷史之

名主導或參與了公共空間的改造，顯示了文化治理作為文化政治的場域，除了是

市府統合∕吸納∕召喚專業規劃者、文史工作者、社區菁英、建築師、學者以及

市民，共享權力與分配資源的實踐機制，同時也是地域社會不同行動者相互挪

用、合作、競爭的過程。由文化治理場域的多重行動者身份來看，是否表示新竹

市已然朝向市民城市？市民真正具備了主體性與自主性嗎？ 

表 6-1  1990 年代後期以來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策略之分析 

 文化∕歷史 公共性 邊界劃定（吸納、排除）

官方文化治理 竹塹城歷史、庶民集體記

憶、新竹市城市意象 

市府和專業規劃者

形構的遊戲規則 

多元主題的博物館群計

畫，菁英美學品味，挪用/

吸納/召喚特定市民認同 

都市社會運動 日式建築歷史價值、集體

記憶（眷村、新竹中學）

以市民為主體的公

共事務決策和文化

活動 

人物紀念館的召喚、市民社

群的特定藝文活動，吸納部

分市民認同 

社區培力和自主行動 老人泡茶文化、清代考棚

文教氣息 

特定社區居民的社

區營造 

恐懼美學化，吸納特定社區

居民、商家和消費者，驅離

邊緣群體、抹除污穢歷史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990 年代後期由市府主導的城市再造計畫主要訴求的是竹塹城的歷史記憶

和城市文化意象建構。同樣地，由民間團體發起的歷史空間保存與再利用行動，

以及社區空間改造計畫，也是以文化與歷史之名來形構出行動議題的正當性。新

竹文化協會與辛公館搶救小組強調空軍十一村和辛工館日式木造建築的歷史價

值，後者更藉由辛校長教育理念的論述，進一步構築空間的文化象徵；關帝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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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再現中巷作為文教區的歷史記憶。雖然這些行動不是立基在對抗市府專斷

的公共決策上的都市社會運動，就是獨立在市府決策的市民自主行動之外，卻也

和市府主導的城市再造計畫一樣，皆以文化和歷史之名來打造城市集體象徵、召

喚市民認同。除了行動訴求外，這些公共空間再造過程的結果與價值觀也很類

似，也就是除卻博物館、紀念館、圖書館、文化活動空間的再利用方式，這些公

共空間別無他路。並且，在空間再利用過程中，同時也複製了潔淨、安全、高尚

道德等等的主流文化價值。文化治理看似是朝向市民城市的契機，然而卻也隱藏

著危機。 

在建國公園和中巷的另類空間改造案例中，便直接顯影出文化治理場域中行

動者及其召喚的市民主體之身份位置，以及價值觀。不論是由市府主導、社區協

助的建國公園改造計畫，或是關帝廟策動的中巷風化區改造為文教區之計畫，皆

刻意忽略了建國公園的歷史，選擇性地挪用公園老人族群象徵及中巷文教歷史記

憶，來構築空間再造的正當性，吸納特定階級的社區居民或香客參與，排除原先

在公園及其周邊活動的邊緣族群。這也顯示出這兩個以文化與歷史之名的空間再

造案例，看似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展現社區自主活力，其實是有所選擇、排他的

支配性中產階級美學、特定的歷史與文化之再現過程。再者，即使關帝廟為了將

妓女戶改建為圖書館時，拆除了清代遺留下來的古牆，卻未遭受史蹟保存運動者

的質疑，似乎打著文教之名，就能免除破壞史蹟的罪名。 

因此，新竹市文化治理過程反映的不只是市府以文化與歷史之名來統合∕整

編民間團體、專業規劃者、地方文化菁英，以及召喚市民認同，也是不同行動者

皆可運∕挪用文化和歷史之名來形構正當性，藉此吸納其他市民加入和認同其行

動的策略。這種一致性顯現了都市政權理論所論的各種行動者之間的直接或間接

聯盟（對抗、協商、合作、培力），即使乍看之下立場不同，但是結果和價值觀

很類似。並且，從 1990 年代後期以來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過程來看，文化治理

所召喚市民主體通常指認了特定階級，不是將邊緣族群排除於場域之外，就是挪

用其族群文化象徵來增加正當性來源。 

以 Foucalt 的話來說，文化治理的一致性反映的是權力∕知識等論述轉化為

實際權力關係的過程，其中不僅存在著支配他人的技術，也是支配自我∕自我關

注的權力形式，也正是他所謂的治理性（governmentality）。文化治理既是不同行

動者介入城市公共事務的憑藉，以爭取市民自主權、公共性參與、提升生活環境

品質，亦是主流價值、美學與意識型態的再生產機制，行動者藉由特定的文化訴

求，吸納∕召喚特定市民參與，而巧妙地排除邊緣族群的空間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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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選擇邊緣：反思公共空間的支配性 

1990 年代後期以來，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過程，其實是透過文化與歷史象

徵之生產，建構出主流社會的認同語言，依賴且塑造了公共空間之生產。如果說

公共空間是公共文化的主要場所，那麼不論是地方政權、草根運動團體或社區團

體，皆利用視覺再現的文化策略，創造出均質化且不平等的新公共文化，隱蔽了

供社會活動的公共空間之權力問題。 

夏鑄九（1994）提出公共空間的另類計畫藉由動員市民團體、社區居民及其

他弱勢者的過程，來重構公共空間的公共性，來矯正無市民的依賴城市使其轉向

市民城市，並且期望空間規劃者形構出進步的顛覆性論述，設計出異類群體的異

質公共空間。然而，在新竹市的公共空間再造案例中，卻是都市政權的不同行動

者共同一再複製著主流與保守論述所形構的理性霸權、透明性凝視、監控機制、

高尚道德、純淨世界、安全至上，朝向一個由明確中心價值所收編且再現的新自

由主義式之多元文化並陳城市。 

不過，有權力的地方就有抵抗。建國公園的老人、攤販、遊民及流鶯等邊緣

群體運用其族群身份（老人福利）和工作權益（底層階級攤販），或者翻轉空間

布署與凝視的權力（遊民），再次擄獲使用公園的權利。在這座正義與不義交替

輪流的城市中，依舊存在著差異、邊緣、矛盾、危險的異質空間，邊緣族群在支

配性權力縫隙之間，透過日常生活實踐，抵抗∕翻轉空間權力布署，重新奪回接

近公園的權利。 

 
 
 
 
 

 149


